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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心雕龙》“事义”概念之
多重意义辨析＊

杨冬晓

【提　要】《文心雕龙》中的 “事义”在现行注本中有两种差别颇大的解释：一种与文
学的 “思想内容”相关；另一种与作为修辞技巧的 “事类”相关。结合六朝文献的使用习
惯以及词义、语境进行分析，可以发现两种解读均有合理性。但准确来讲，当 “事义”与
“事类”相关时不指具体的引用手法，而指事例的意义或引用事例的表意效果；与 “思想内
容”相关时不指作家的主观情感，而指在叙事过程中体现的文章主旨。“事义”的两个意义
是彼此相通的：不论涉及具体事例或通篇文章的叙事，它都强调借助语言运用来传达作家
思想的过程。此概念的出现说明刘勰既强调内容的首要地位，又重视语言技巧在表达思想
过程中的必要作用，文学的形式与内容之间存在有机互动的关系。

【关键词】《文心雕龙》　事义　修辞技巧　思想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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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义”虽不是 《文心雕龙》中最醒目的概念，却多次出现在其重要的理论体系中。比如 《附
会》篇对文学结构的描述：“夫才量学文，宜正体制：必以情志为神明，事义为骨髓，辞采为肌肤，
宫商为声气”。①又如 《知音》篇对文学批评标准的阐释：“是以将阅文情，先标六观：一观位体，二
观置辞，三观通变，四观奇正，五观事义，六观宫商。”此外，在 《体性》 《事类》篇中也能找到它
的身影。如此看来，“事义”应具有较为重要的理论价值。那么又该如何解释它呢？值得深思的是，
分析当今通行的一些 《文心雕龙》注本可以发现，对于 “事义”的解释明显有两种类型：一种认为
它与文学的 “思想内容”相关；另一种则将其解释为 “引事引言”的修辞手法，并把它和 《文心雕
龙》中的另一个概念 “事类”联系在一起。为什么对于同一个概念会有两种差别较大的解读方式呢？
目前鲜有学者对此现象进行全面解释。这究竟是出于学术观点的差别，特殊语境的要求，还是我们
理解思路的混乱呢？为洞悉 “事义”的本义，厘清它与其他概念的关系，也为真正理解前辈学者的
研究精华，本文试图针对此概念的意义与用法进行解析。

＊　本文系河北省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 “《文心雕龙》与 《文选》之文体论对比研究”（ＨＢ１５ＷＸ０２３）的阶段性成果。

①　刘勰著，范文澜注：《文心雕龙注》，人民文学出版社１９５８年版，第６５０页。本文所引 《文心雕龙》原文皆据此本，为避免繁

复，不再一一出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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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事义”与 “事类”：差异与联系并存的两个概念

作为复合词的 “事义”产生较晚 （最早出自东汉王充的 《论衡》）。六朝文献是其较早也较密集

的使用区间。在 《文心雕龙》中 “事义”一共出现四次 （分别出自 《附会》《知音》《体性》与 《事

类》），但刘勰对其从未正面解读。我们只能根据文中用法和后人译注来推测其含义。这里笔者以六

种影响度颇高的 《文心雕龙》注本为例，通过对比六个注本中对 “事义”的解读方式，来厘清目前

学界对这一概念的认知程度。

表１　六种 《文心雕龙》注本之 “事义”概念解读方式列举——— 《附会》与 《知音》

注本

　原文

范文 澜：《文 心

雕龙注》

周振甫：《〈文心

雕龙〉译注》

陆侃 如 等：《文

心雕龙译注》

王运 熙 等：《文

心雕龙译注》

赵仲 邑：《文 心

雕龙译注》

戚良德：《文心雕

龙校注通译》

《附会》：“事义

为骨髓”。

“《颜氏家训·文

章篇》云：‘……

事义为皮肤……’

与彦和此文略

同。”①

“内容的事义为

骨骼”。②

“文章中讲到的

事情及其意义”。③

“作品所写的事

情及其意义”。④

“以 思 想 为 骨

骼”。⑤
“事义：即事理”。⑥

《知音》：“五观

事义”。

“五观事义，《事

类》等篇论之”。⑦

“第五看运用事

类”。⑧

“第五是看作品

用典的意义”。⑨

“即 事 类，文 中

引 用 的 成 语 典

故”。瑏瑠

“为了喻意明理

而对古事古语的

引用”。瑏瑡

“指作品的事类征

引”。瑏瑢

表１使用的是关于 《文心雕龙》的六种认可度较高、解读较细的注本，基本可以代表目前学

术界对于 《文心雕龙》的主流解释方式。六位学者面对同一概念，几乎一致地把 “事义为骨髓”

中的 “事义”解作 “思想内容”或 “意义” （范注除外），而将 《知音》之 “六观”中的 “事义”

解释为 “引用”或 “用典”。为什么对于同一个词会有两种不同解释？尤其是后一种，还把 “事

义”与 《文心雕龙》中的另一个概念 “事类”联系起来。这两个词会是相同的意思吗？实际上，

除 《附会》和 《知音》之外，“事义”也曾在 《体性》和 《事类》中出现。下面再围绕这两处的注

释进行对比列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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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瑏瑠

瑏瑡

瑏瑢

《文心雕龙注》，第６５３页。

刘勰著，周振甫译注：《〈文心雕龙〉译注》，江苏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６年版，第５８９页。

陆侃如等译注：《文心雕龙译注》，齐鲁书社１９８１年版，第２９０页。

王运熙等：《文心雕龙译注》，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１２年版，第２８３页。

赵仲邑译注：《文心雕龙译注》，漓江出版社１９８２年版，第３５２页。

戚良德：《文心雕龙校注通译》，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０８年版，第４７５页。
《文心雕龙注》，第７１７页。

刘勰著，周振甫译注：《〈文心雕龙〉译注》，第６６２页。

陆侃如等译注：《文心雕龙译注》，第３９０页。

王运熙等：《文心雕龙译注》，第３３１页。

赵仲邑译注：《文心雕龙译注》，第３９９页。
《文心雕龙校注通译》，第５４９页。



表２　六种 《文心雕龙》注本之 “事义”概念解读方式列举——— 《事类》与 《体性》

注本

　原文

范文 澜：《文 心

雕龙注》

周振甫：《〈文心

雕龙〉译注》

陆侃 如 等：《文

心雕龙译注》

王运 熙 等：《文

心雕龙译注》

赵仲 邑：《文 心

雕龙译注》

戚良德：《文心雕龙

校注通译》

《事类》： “学贫

者，迍 邅 于 事

义；才馁者，劬

劳于辞情”。

“《南齐书·文学

传论》云：‘缉事

比类，非对不发

…… 唯 睹 事 例，

顿失精采。’”①

“缺少学问的在

引证事义上发生

困难”。②

“学识贫乏的作

者，在引事明义方

面比较困难”。③

“事 义：用 典 用

事以证义。”④

“学识浅陋的，对

于用典故喻意，感

到困难”。⑤

“学识贫乏的作者，

很难引经据典以明事

理”。⑥

《体性》： “事义

浅深，未闻乖其

学”。

“见事理之浅深，

系 乎 学 力 之 程

度”。⑦

“用事述义或浅

或深，没有听说

过有谁会和他的

学识相反。”⑧

“事 义：事 情 和

意义。”⑨

“事 义：指 用 事

托义”。瑏瑠
“用典托义”。瑏瑡

“事义：谓思想内

容。”瑏瑢

从表２可见，除范、陆、戚三家将 《体性》中的 “事义”释为 “事理”、“意义”或 “思想内容”

外，其余诸家在解释两处出现的 “事义”时都包含了 “用典”、 “用事”等义项。结合表１可认定：

《文心雕龙》中四次出现的 “事义”一词，在大部分情况下被认为是与 “事类”密切相关的。而这么

理解是否有依据呢？祖保泉曾说： “六朝人对用古事、引成辞这种修辞现象，称谓不一：称为 ‘事

类’的有之；称为 ‘事义’的有之；称为 ‘用事’的也有之。”瑏瑣 可见有学者认为，在六朝文学语境

下，在 “修辞技巧”的义项上，“事义”与 “事类”的意思是一致的。而事实是否如此呢？

首先，“事类”的确是 《文心雕龙》中的一种修辞技巧。刘勰说：“事类者，盖文章之外，据事

以类义，援古以证今者也。”（《事类》）这种解读符合古汉语词义组合规律：“事”指各种事情、状

况；“类”在 《说文解字》中释为：“种类相似”。瑏瑤 刘勰此处取动词性的 “类比”之意，于是 “事类”

就有了 “以此事类比彼事”之意。结合 《事类》篇中 “贾谊 《鵩赋》，始用鹖冠之说；相如 《上林》，

撮引李斯之书”等例子，我们认为 “事类”就是行文中援引典籍事例的修辞手法。刘永济将其释为：

“用典，亦修辞之一法”；瑏瑥 陆侃如等则将其划分为 “引证前人故实”和 “引用前人言辞”两类。瑏瑦 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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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瑏瑠

瑏瑡

瑏瑢

瑏瑣

瑏瑤

瑏瑥

瑏瑦

《文心雕龙注》，第６２０页。

刘勰著，周振甫译注：《〈文心雕龙〉译注》，第５３１页。

陆侃如等译注：《文心雕龙译注》，第２２９页。

王运熙等：《文心雕龙译注》，第２５４页。

赵仲邑译注：《文心雕龙译注》，第３２１页。
《文心雕龙校注通译》，第４３６页。
《文心雕龙注》，第５０７页。

刘勰著，周振甫译注：《〈文心雕龙〉译注》，第４１０页。

陆侃如等译注：《文心雕龙译注》，第９８页。

王运熙等：《文心雕龙译注》，第１８９页。

赵仲邑译注：《文心雕龙译注》，第２５６页。
《文心雕龙校注通译》，第３３１页。

祖保泉：《说 〈事类〉———读 〈文心雕龙〉手札》，《安徽师大学报》１９８６年第１期，第１页。

许慎：《说文解字》，中华书局１９６３年版，第２０５页。

刘永济校释：《文心雕龙校释》，武汉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３年版，第１１６页。

陆侃如等译注：《文心雕龙译注》，第２２２页。



在六朝典籍中 “事类”还是个热门词语。曹丕在 《答卞兰教》中说：“赋者，言事类之所附也。”① 即

认为 “赋”的基本特征就是大量类似事典的聚集。王靖 《答释法云书难范缜神灭论》则云： “弟

子……从师北面，一经不明，纵忆旧文，岂伊仿佛？五经纷纶，事类弘博。神明之旨，其义多端。”②

可见此时文人学习写作，就以 《五经》作为事例典故的集中来源，以此扩充学养并培养雅正的文风。

而由于用典的普遍，有时只要提到文中之 “事”，就可指 “引用”之法。《文心雕龙》中就有证据：

至根柢槃深，枝叶峻茂，辞约而旨丰，事近而喻远。（《宗经》）

若乃羲农轩皞之源，山渎钟律之要，白鱼赤乌之符，黄金紫玉之瑞，事丰奇伟，辞富膏腴。

（《正纬》）

此两处的 “事”均指经书、纬书中出现的 “事例”。其他文献亦有这种用法：

近任昉、王元长等，词不贵奇，竞须新事。尔来作者，寝以成俗。（《诗品》）③

邢子才常曰：“沈侯文章，用事不使人觉，若胸臆语也。”（《颜氏家训》）④

不论是评价一时文风还是作家特色， “事类”都是考察的重点。但使用这种手法却基于一个条

件，即作者的学识水平。而正是在这个问题上， “事义”与 “事类”才遇到可能发生意义重合的

语境。

刘勰曾指出 “事类”的运用不只靠天赋，更是刻苦学习的结果，即 “将赡才力，务在博见……

是以综学在博，取事贵约”（《事类》）。信手拈来的引用技巧需要对古代文献的熟练掌握，否则就会

有捉襟见肘的弊病，也就是 “学问肤浅，所见不博……所作不可悉难，难便不知所出”（《事类》）的

问题。“学问”与 “事类”有 “源”与 “流”的密切关系。那么当 《体性》中出现 “事义浅深，未闻

乖其学”，《事类》中出现 “学贫者迍邅于事义”时，我们会发现此处的话题都是在讨论学习的重要

性。既然刘勰多次强调学习与掌握典故的关联性，而六朝文献中又有以 “事”指代 “事类”的先例，

那么当与 “事类”结构相似的 “事义”出现在与 “学问”相关的语境里时，就会被与 “事例的引用

和学习”之意联系起来。赞同此思路的学者并不少。如郭晋稀有 “择选文辞，考核事义，皆关于学”

的论断，⑤ 将 “事义”与 “学问”直接联系起来。王运熙在注本中说： “用事托义的或肤浅或高深，

从未听说与其学问无涉”。⑥ 陆侃如等也说： “学识贫乏的作者，在引事明义方面比较困难”。⑦ 这就

使 “事义”与 “事类”发生表面上的意义重合，顺带着这些译者笔下的 “五观事义”的解读也就与
“事类”密不可分。而这种解释方法也不只出现在 《文心雕龙》中。如 《诗品》云：

大明、泰始中，文章殆同书抄……但自然英旨，罕值其人。词既失高，则宜加事义。虽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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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曹丕：《答卞兰教》，严可均校辑：《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中华书局１９５８年版，第１０８６页。

王靖：《答释法云书难范缜神灭论》，《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第３３０４页。

钟嵘著，曹旭集注：《诗品集注》，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９４年版，第１９０页。

颜之推著，夏家善、夏春田注释：《颜氏家训》，天津古籍出版社１９９５年版，第１０９页。

刘勰著，郭晋稀注译：《文心雕龙注译》，甘肃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２年版，第３３０页。

王运熙等：《文心雕龙译注》，第１９０页。

陆侃如等译注：《文心雕龙译注》，第２２９页。



天才，且表学问，亦一理乎！①

钟嵘认为一些作者缺乏真情实感与天资，不得不以 “学问”弥补弱点。赵仲邑 《钟嵘诗品译注》

就将此处 “事义”直接释为 “典故”，② 曹旭则认为此段 “专评用事之弊”。③ 这也是就着语境中的
“学问”将 “事义”解释为 “用典”的思路。而也许是因为六朝人对 “事义”与 “事类”的混用习以

为常，有时在没有 “学问”的语境中它们也有意义重合的情况。如 《梁书》云：

君爱素情多，惠以二赞。辞采妍富，事义毕举，句韵之间，光影相照……故知丽辞之益，

其事弘多。④

从古汉语 “互文”规律来看，文中 “事义”、“其事”与 “辞采”、“丽辞”位置相对，则应有相

似的意义。由此可知，需要详尽列举以凸显华丽文风的 “事义”也就是 “事类”这种修辞手法。尽

管此例不一定有普遍性，但至少说明以 “事义”指代 “事类”的修辞意义是六朝语言习惯中的客观

现象，这也就为 《文心雕龙》中的解读提供了支持。

综上可知，“事类”或 “事”可指 “引事引言”的修辞手法，且与作家的学识水平紧密相关。而
《文心雕龙》中与 “事类”结构类似的 “事义”，当其出现的语境中有对作者 “学问”的描述时，就

会被解释为与 “事类”高度相关的含义。其合理性也可在六朝其他典籍中找到佐证。但如 《文心雕

龙》这样逻辑严密的理论著作，会使用两个写法不同的词表达完全一致的意思吗？既然它们如此相

似，那么在对 《附会》之 “事义为骨髓”的解读中，诸位学者为何又一致摒弃 “修辞手法”的义项，

转而选择 “思想”或 “内容”的义项呢？这就需要我们进一步发掘 “事义”的独特内涵。

二、“事义”与 “事类”的语义差别：“以事明义”与 “以事类比”

前辈学者将 “事义”与 “事类”联系起来思考确有合理性。“事义”与 “事类”均属古汉语复合

词，虽然共同语素 “事”可按当时惯例释为 “事例”，但毕竟其中还有 “义”与 “类”两个不同的语

素。而词的每一个意义 “需要通过 ‘词：词’的关系表现出来……必得受语言中的语义结构和语义

系统的制约”。⑤ 不同的组合方式必然会影响两个词的表意效果。

如前所述，“事类”中的 “类”代表 “类似”或 “类比”；而 “事义”没有 “类比”却多了 “意

义”的意思。那么在具体运用中是否有差别呢？且看下例：

履端于始，则设情以位体；举正于中，则酌事以取类；归馀于终，则撮辞以举要。 （《镕

裁》）

原夫图箓之见，乃昊天休命，事以瑞圣，义非配经。（《正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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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例是文章写作步骤的 “三准”说，其第二步是 “取事之与情相类者而用之”（刘永济注）。①

第二例则是刘勰对纬书中神妙事迹的看法，认为它们 “是用作圣人的祥瑞，它的意义不是配合经书

的”（周振甫注）。② 可见第一例讲的是搜集类似事例的写作过程，而第二例则多了对事件 “意义”的

评论。再看其他文献的用法：

可命精学洽闻之士……使删定三礼，割弃不要，次其源流，总合其事类，集以相从。（《抱

朴子外篇》）③

江南有一权贵……人馈羊肉，答书云： “损惠蹲鸱。”举朝惊骇，不解事义。 （《颜氏家

训》）④

第一例中葛洪主张对繁琐礼仪进行删减和 “归类”；而第二例讲六朝士人热衷用典，误以 “蹲

鸱”指代羊肉，结果无人知晓此 “典故”的 “意义”。通过对比可发现，在 “事”与 “类”的组合

中，由于 “类”有 “类比”、“类似”之义，所以整个词具有明显的动作性，凸显了将许多事例拿来

“比较”和 “类集”的步骤；“事”与 “义”的组合少了动词成分而多了名词性的 “义”，因此往往是

针对某个具体事例的 “意义”进行静态展示。再看下例：

儒不能都晓古今，欲各别说其经；经事义类，乃以不知为贵也。（《论衡·谢短》）⑤

此篇唯记孔子在鲁国乡党中言行……虽曰一章，其间事义亦以类相从。 （《论语注疏·乡

党》）⑥

以上文献中 “事义”与 “类”相继出现，可见它们不仅指涉不同，还有次序的先后。第一例说有些

儒生读书不多，不知经书所讲之事意义都是类似的；第二例说 《乡党》记载孔子各种言行，作者按

照意义对其进行类别划分。由此可见，理解 “意义”是第一步，之后才涉及判断不同事件是否 “类

似”或对其进行 “归类”。“事义”与 “事类”由于语素组合的不同，必然会在某些场合显现出不同

的意思。

综上可知，尽管可能都涉及文中事例或典故，但作为修辞手法的 “事类”强调 “归类对比”的

过程，而 “事义”则更偏向于对事件具体意义的理解或讲述。两词的含义由于 “类”和 “义”的差

别而指向不同的方向。但在另一些情形下，“事义”不仅能指文中某个事例的 “意义”，还会涉及通

篇文章所写之事的 “意义”。这就是它在 《附会》中成为文之 “骨髓”的原因。

为何多数学者将 《附会》中的 “事义”解释为 “思想内容”呢？祖保泉的回答或许最有说服力：

“事类”是一种修辞技巧，若 “事义”与之完全同义，或仅指某个事例的意义，那么 “用古事成了文

章的 ‘骨髓’则是于理不合的”。⑦ “骨髓”是刘勰文学结构观中极为重要的概念。《体性》云：“辞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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肤根，志实骨髓。”《辨骚》云：“观其骨鲠所树，肌肤所附，虽取镕经意，亦自铸伟辞。”《文心雕龙

斟诠》解释说：“骨鲠指意志，肌肤指文采。”① 刘勰把 “事义”作为 “本质”、“意志”这些重要事物

的能指对象，其理论依据又是什么呢？

当 《文心雕龙》谈及文学写作之 “事”时，其视角极为丰富。在有的情形下其并非单指具体的
“事例”。且看以下例证：

戒敕为文，实诏之切者，周穆命郊父受敕宪，此其事也。（《诏策》）

然本其为义，事生奖叹。（《颂赞》）

言事于主，皆称上书。（《章表》）

观其虑赡辞变，情洞悲苦，叙事如传，结言摹诗。（《哀吊》）

第一、第二例中的 “事”，指的是 “敕”、“颂”这些文体的写作目的；第三、第四例中的 “事”则指
“章表”、“哀”这些文体所写的主题。可见在文章写作的过程中，刘勰一方面要考虑文体写作中的事

例安排与语辞运用，但另一方面还要表达某个 “主题”，完成某个 “目标”。这也是文章之 “事”必

然包含的义项。而倘若在这个语境下理解 “事义”的含义，我们就可将其解读为通篇文章所写之事

的意义，即与文学的思想内容紧密相关。虽然在 《文心雕龙》中 “事义”出现较少，但在其他文献

中这类用法却极为常见。王充 《论衡》云：“《五经》题篇，皆以事义别之”。② 此处就以 “事义”指
“五经”的内容，认为它们彼此有别，而不可能是说 “五经”的区别在于彼此引用的 “事例”不同。

《抱朴子外篇》云：“夏后之璜，虽有分毫之瑕，晖曜符彩，足相补也。数千万言，虽有不艳之辞，

事义高远，足相掩也。”③ 此处讲 “瑕不掩瑜”的道理：好文章即使辞采不当也无损其本质。这里的
“事义高远”就应与 “艳辞”相对，指文学高尚的内容与情操。

再具体到 《文心雕龙》的理论体系里来看，《附会》中的 “事义为骨髓”，是一种对文学整体结

构的判断，同时以一种 “以人喻文”的观点，将文学的语言形式和思想内容分别对应为人的外在形

貌和内在骨骼。穆克宏说：“把事义作为作品的骨干……这里， ‘事义’指表现思想感情的题材。”④

祖保泉也说：“这里的 ‘事义’则泛指文章中所写的日常事理，而不是专指用古事。”⑤ 这些解读虽重

点各异，但的确说明刘勰笔下作为 “骨髓”的 “事义”与引用典故的 “事类”并不一样。它更多地

涉及文学的思想内容或表意的部分。

综上可知，“义”字给 “事义”提供了 “表意”的属性。而由于 “事”字既可指 “事例”又可指

通篇文章的叙事过程，因此 “事义”既可表达 “事类”之 “意义”，又可指称全文的思想内容。可见
《文心雕龙》译本中出现两种对 “事义”的解读并非歧义或误解，而是在具体语境中顺势而为的结

果。但我们只是从语义学角度解释了 “事义”有多重意义的可能性，从逻辑上讲这又是否合理呢？

不论在其他文献中 “事义”有什么用法，从 《文心雕龙》自身的文学结构观出发，“事义”怎么会同

时拥有 “修辞技巧”与 “思想内容”两个义项呢？我们很难想象一部体大思精的著作会留下一个解

释悖论。所以或可推测：“事义”的两个义项间有某种内在联系，才使得刘勰允许它们共存于一个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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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体系之中，且在使用时随心所欲。要想印证这一点，就要跳出具体语境中的词义解读，全面整理

《文心雕龙》的文学本质观与结构观，去寻找 “事义”使用方法的深层动机。

三、“事义”兼备两意的原因：“修辞技巧”与 “思想内容”的互动关系

“事义”为何能兼备两意？我们不妨先看龙学史上的一个案例。郭晋稀１９８２年版的 《文心雕龙

注译》打乱原文篇次，将 《事类》由第３８篇调整为第３２篇，并解释说：“本篇……列入析采之内，

是错误的。因为它是说明 ‘据事类义，援古以证今’……事义属于文章内容，故 ‘据事类义’应该

归于剖情。”① 与多数人不同，郭晋稀认为 《事类》的主题不是语言技巧，而是 “事义”，即文学的思

想内容，因此不该和 《比兴》《丽辞》等讲修辞的篇章排在一起。我们知道六朝文论和 《文心雕龙》

中的 “事类”确有 “引事引言”的修辞意义。而郭注用 “事义”彻底置换了 “事类”的地位，是一

种过于主观且认可度不高的改动方式。但这种突破常规的思路是否有一定道理呢？

对此郭晋稀解释过原因：“据事类义，即阐述文骨，发挥题意也。”② 当大多数人关注使用典故的

修辞手法时，他却格外关注 “事类”的使用目的，即通过 “引用”表达文学的 “义”。刘勰说过 “用

典”的使用依据是 “明理引乎成辞，征义举乎人事，乃圣贤之鸿谟，经籍之通矩也”，而使用效果则

是 “用事如斯，可称理得而义要矣”（《事类》）。郭晋稀由此认为 “表意”才是 《事类》篇的终极目

的。尽管有些偏颇，但其思路却印证了 《文心雕龙》 “为情造文”的基本判断，即 “辞采”必须为

“情志”的表达服务。每当刘勰论及一种修辞技巧时，都不会忘记其使用目的。比如：

丽句与深采并流，偶意共逸韵俱发。（《丽辞》）

诗人比兴，触物圆览……拟容取心，断辞必敢。（《比兴》）

神道难摹，精言不能追其极；形器易写，壮辞可得喻其真。（《夸饰》）

《文心雕龙校释》说：“文家用采……采之为物，实以明情表思为用。”③ 不管是对偶、比喻还是

夸张，刘勰都认为其与 “表意”的目的密不可分。对于 “事类”自然也是既下定义，又讲用途。穆

克宏的 《文心雕龙研究》就曾说：“用典的目的，是引用古人的事或话来证明自己的观点，以增强文

章的说服力”。④ 而如前所述 “事类”本意在于 “类比”而不涉及 “表意”，那么郭晋稀选取 “事义”

来指代 “事类”的运用效果，是否合于刘勰的本意呢？

童庆炳释 “五观事义”说：“考察作品如何运用典故……要看它是否达到 ‘表里相资，古今一

也’的程度。”⑤ 他主张 “事义”应有 “引事引言”之意，但强调其价值在于佐证文章主旨。这与前

述表２中对 “学贫者迍邅于事义”和 《体性》之 “事义浅深”的多数理解相似。经过细读会发现，

大家几乎都以 “事类”解释了 “事义”，但又都加上了 “证义”、“引经据典以明事理”等字眼。这似

乎也在表明：当刘勰用 “事义”指代文中用典之法时，多了对表意功能的重视。他强调 “学问”的

重要性，但这不只是知识储备的扩展，更要求作者深入理解 “典故”的内涵并知晓其对意义表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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帮助。可见郭氏以 “事义”取代 “事类”也许不合适，但认为 “事义”凸显 “引用”手法的表意效

果，却与许多学者形成呼应。而这正是 《文心雕龙》语言观的深刻内涵：对偶、用典等本就是六朝

文学的特征，但后代批评之声主要集中于 “繁采寡情”、言辞空洞的弊病。刘勰既能正视修辞技巧的

丰富表现，又意识到任何修辞技巧都不只是言辞组合，还必须有传情达意的目的。这正是 “折中群

言”的体现。当今学者在辨析 “事类”与 “事义”时关注到后者对修辞表意功能的重视，也是对刘

勰语言观的正确理解。而若深挖 “事义”在 《文心雕龙》中的使用方式，还能发现更多刘勰对内容

形式之关系的判断。

前文讲 《附会》中作为 “骨髓”的 “事义”不是修辞手法而是文学的 “思想内容”，但刘勰指代

作家思想的词还有 “情”、“意”、“志”等等。“事义”又有什么特点呢？再次细读诸家注本会发现，

尽管某些语境下 “事义”会被解释为与 “思想内容”相关的意思，但具体说法却有一些特点。陆侃

如等释 “事义为骨髓”为：“文章中讲到的事情及其意义。也就是写作时所用的素材”。① 他没把 “事

义”直接说成 “内容”，而是称为 “写作素材”。这与上文穆克宏 “‘事义’指表现思想感情的题材”

的说法相似。而 “素材”、“题材”又指什么呢？黄维梁在解读 《知音》之 “五观事义”时有更清晰

的说明：“观事义，就是观作品的题材，所写的人事物等种种内容，包括用事、用典”。② 《知音》的

“六观”说，讲的是文学批评的六个视角，彼此不可重复。而从这些注解可以看出，刘勰笔下的 “事

义”指的是叙事、描摹甚至修辞运用等具体写作行为。尽管同属 “思想内容”范畴，但 “事义”与

另一概念 “情志”似乎不是一个意思。前者被刘勰称为文之 “骨髓”，而后者则称为 “神明”。姚爱

斌认为 “事义”是 “文意中的较外一层”，指语句或语义；而 “情志”是 “最内在的一层文意”。③ 事

实上所谓 “情”或 “志”，应是刘勰所说的 “献岁发春，悦豫之情畅；滔滔孟夏，郁陶之心凝。天高

气清，阴沈之志远；霰雪无垠，矜肃之虑深”（《物色》），是由外物引发的情感，也是文学创作的根

本动因。但它只是一种意识，并未体现为可见的作品。而刘勰描述过文学创作的过程：

夫情动而言形，理发而文见，盖沿隐以至显，因内而符外者也。（《体性》）

意翻空而易奇，言征实而难巧也。是以意授于思，言授于意，密则无际，疏则千里。（《神

思》）

这讲的是如何借助文字来传情达意的问题。刘永济说：“盖人情物象，往往深赜幽杳，必非常言

能尽其妙，故赖有敷设之功，亦如治玉者必资琢磨之益，绘画者端在渲染之能”。④ 越是深刻丰富的

情感，越依赖复杂的语言表述。王元化总结刘勰的创作理念说：“作家凭借生活中的记忆唤起了想象

活动，逐渐摆脱了开头萌生在自己心中的情志的普泛性……把它们熔铸成鲜明生动的意象，使 ‘事

切而情举’。”⑤ 正是有了从 “情志”到 “叙事”的转化，文学才有了实存的物质形式。王元化又总结

说：“我们可以把 ‘情志’解释为作家的思想感情，‘事义’解释为作家对于事物意义的理解和揭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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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冬晓：《文心雕龙》“事义”概念之多重意义辨析

①

②

③

④

⑤

陆侃如等译注：《文心雕龙译注》，第２９０页。

黄维梁：《〈文心雕龙〉“六观”说和文学作品的评析———兼谈龙学未来的两个方向》，《北京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１９９６
年第３期，第７１页。

姚爱斌：《生命之 “骨”的特殊位置与刘勰 “风骨”论的特殊内涵》，《文艺理论研究》２０１６年第１期，第１２８～１３９页。
《文心雕龙校释》，第９５页。

王元化：《文心雕龙创作论》，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８４年版，第２４２页。



‘情志’和 ‘事义’结合起来就产生了艺术作品的内容主旨。”① 最终出现在读者面前的 “思想内容”，

既是作家心中的情感蕴藉，也是其笔下的文字叙述。而后者正是 “事义”的内涵所在：指一个借助
“叙事”展现文章之 “义”的过程。

综上所述，《文心雕龙》中的 “事义”确有两种解释方式：它可与 “事类”相关，但特指事例的

意义或 “事类”的表意功效；它也可涉及文学的 “思想内容”，但特指在语言组织或叙事过程中展现

的文学主题。两种意义一个强调修辞要为表意服务，一个强调思想须借语言表达，共同构成互为表

里的整体。只有明确这些细节，我们才能准确把握前辈学者的解读。更重要的是，“事义”的复杂内

涵来自于刘勰对文学形式与内容关系的多角度思考。尽管两者有 “皮肤”与 “骨髓”的区别，但正

如人的 “肤”与 “骨”不可分离一样，语言形式与思想内容也是彼此依存的关系。形式由内容决定，

内容也须借形式来展现。生活在六朝华丽文风中又主张 “衔华佩实”的刘勰，在重视文学内容的同

时也理解语言的功能与魅力，因此他笔下的 “事义”才会集中体现出言辞与思想间的深刻关系，并

成为 《文心雕龙》中重要的理论概念。

本文作者：河北科技大学文法学院讲师

责任编辑：左杨

Ａｎ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ｎ　ｔｈｅ　Ｍｕｌｔｉｐｌｅ　Ｍｅａｎｉｎｇｓ　ｏｆ“Ｓｈｉｙｉ”ｉｎ
Ｄｒａｇｏｎ－Ｃａｒｖｉｎｇ　ａｎｄ　ｔｈｅ　Ｌｉｔｅｒａｒｙ　Ｍｉｎｄ

Ｙａｎｇ　Ｄｏｎｇｘｉａｏ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Ｔｈｅ　ｃｏｎｃｅｐｔ　ｏｆ“ｓｈｉｙｉ”ｉｎ　Ｄｒａｇｏｎ－Ｃａｒｖｉｎｇ　ａｎｄ　ｔｈｅ　Ｌｉｔｅｒａｒｙ　Ｍｉｎｄ　ｈａｓ　ｔｗｏ　ｋｉｎｄｓ

ｏｆ　ｄｉｓｔｉｎｃｔｌｙ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ｅｘｐｌａｎａ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ｐｒｅｓｅｎｔ　ａｎｎｏｔ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ｔｈｅ　ｂｏｏｋ．Ｏｎｅ　ｉｓ　ｒｅｌａｔｅｄ　ｔｏ　ｔｈｅ
“ｉｄｅａ　ａｎｄ　ｃｏｎｔｅｎｔ”ｏｆ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ｔｈｅ　ｏｔｈｅｒ　ｉｓ　ｒｅｌａｔｅｄ　ｔｏ“ｓｈｉｌｅｉ”，ｗｈｉｃｈ　ｃｏｎｔａｉｎｓ　ｔｈｅ　ｒｈｅｔｏｒｉ－
ｃａｌ　ｓｋｉｌｌ　ｏｆ　ａｌｌｕｓｉｏｎ．Ａｃｃｏｒｄｉｎｇ　ｔｏ　ｔｈｅ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ｎ　ｔｈｅ　ｃｕｓｔｏｍｓ　ｏｆ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Ｓｉｘ　Ｄｙｎａｓ－
ｔｉｅｓ　Ｐｅｒｉｏｄ，ａｓ　ｗｅｌｌ　ａｓ　ｏｎ　ｔｈｅ　ｗｏｒｄ　ｍｅａｎｉｎｇｓ　ａｎｄ　ｃｏｎｔｅｘｔｓ　ｉｎ　ｔｈｅ　ｂｏｏｋ，ｉｔ　ｃａｎ　ｂｅ　ｆｏｕｎｄ　ｔｈａｔ

ｂｏｔｈ　ｅｘｐｌａｎａｔｉｏｎｓ　ａｒｅ　ｒｅａｓｏｎａｂｌｅ．Ｈｏｗｅｖｅｒ，ｔｏ　ｂｅ　ｅｘａｃｔ，ｗｈｅｎ“ｓｈｉｙｉ”ｉｓ　ｒｅｌａｔｅｄ　ｔｏ“ｓｈｉｌｅｉ”，

“ｓｈｉｙｉ”ｄｏｅｓ　ｎｏｔ　ｒｅｆｅｒ　ｔｏ　ｓｐｅｃｉｆｉｃ　ｃｉｔａｔｉｏｎ　ｓｋｉｌｌｓ，ｂｕｔ　ｒｅｆｅｒｓ　ｔｏ　ｔｈｅ　ｍｅａｎｉｎｇｓ　ｏｆ　ｅｘａｍｐｌｅｓ　ｏｒ　ｔｈｅ

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ｖｅ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ｃｉｔｅｄ　ｅｘａｍｐｌｅｓ．Ｔｈｅ　ｔｗｏ　ｍｅａｎｉｎｇｓ　ｏｆ“ｓｈｉｙｉ”ａｒｅ　ｉｎｔｅｒｌｉｎｋｅｄ：ｎｏ　ｍａｔｔｅｒ

ｉｔ　ｉｎｖｏｌｖｅｓ　ａ　ｓｐｅｃｉｆｉｃ　ｅｘａｍｐｌｅ　ｏｒ　ｔｈｅ　ｎａｒ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ａ　ｗｈｏｌｅ　ａｒｔｉｃｌｅ，ｉｔ　ｅｍｐｈａｓｉｚｅｓ　ｏｎ　ｔｈｅ　ｐｒｏｃｅ－
ｄｕｒｅ　ｏｆ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ｗｒｉｔｅｒ’ｓ　ｉｄｅａ　ｂｙ　ｔｈｅ　ｕｓｅ　ｏｆ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Ｔｈｅ　ｅｍｅｒｇｅｎｃｅ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ｎ－
ｃｅｐｔ　ｏｆ“ｓｈｉｙｉ”ｐｒｏｖｅｓ　ｔｈａｔ　Ｌｉｕ　Ｘｉｅ，ｔｈｅ　ａｕｔｈｏｒ　ｏｆ　ＤｒａｇｏｎＣａｒｖｉｎｇａｎｄｔｈｅＬｉｔｅｒａｒｙＭｉｎｄ，

ｎｏｔ　ｏｎｌｙ　ａｔｔａｃｈｅｄ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ｃｅ　ｏｎ　ｔｈｅ　ｐｒｉｍａｒｙ　ｓｔａｔｕｓ　ｏｆ　ｃｏｎｔｅｎｔ，ｂｕｔ　ａｌｓｏ　ａｐｐｒｅｃｉａｔｅｄ　ｔｈｅ　ｓｉｇ－
ｎｉｆｉｃａｎｃｅ　ｏｆ　ｔｈｅ　ｎｅｃｅｓｓａｒｙ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ｓｋｉｌｌｓ　ｉｎ　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ｎｇ　ｉｄｅａｓ．Ｔｈｕｓ，ｈｅ　ｂｅｌｉｅｖｅｄ

ｔｈａｔ　ｌｉｔｅｒａｒｙ　ｆｏｒｍ　ｈａｓ　ａｎ　ｏｒｇａｎｉｃ　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ｏｎ　ｗｉｔｈ　ｌｉｔｅｒａｒｙ　ｃｏｎｔｅｎｔ．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Ｄｒａｇｏｎ－Ｃａｒｖｉｎｇ　ａｎｄ　ｔｈｅ　Ｌｉｔｅｒａｒｙ　Ｍｉｎｄ；“ｓｈｉｙｉ”；ｒｈｅｔｏｒｉｃａｌ　ｓｋｉｌｌｓ；ｉｄｅａ

ａｎｄ　ｃｏｎｔｅｎｔ

６６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　　　　　　　２０１９年第５期　

① 《文心雕龙创作论》，第２６５页。


